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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儒《中庸》学之滥觞
———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视角看胡瑗的《中庸》诠释＊

郭 晓 东
（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，上海　２００４３３）

　　［摘　要］胡氏之说《中庸》始于性情，其以“天地之性”作为善之依据，以“性其情”作为工夫之法门，已指揭橥了

后来张、程、朱子等道学主流的论说方向。从经学史的角度来说，胡氏之注《中庸》，则明显表现出了一种摆落注疏、

以义理说经的倾向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作为宋儒《中 庸》学 之 滥 觞，其 对《中 庸》的 诠 释，其 内 涵 虽 不 及 后 来 张、程

等人那么丰富与深刻，但无疑已经引领了一代人的思考方向，其意义或已在内容本身之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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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　引　言

在宋代的《中庸》诠释史上，胡瑗是一个开创性

的人物，正如夏长朴先生所说的，“胡瑗首开儒者著

述《中 庸》之 风”。［１］（Ｐ１５９）按《宋 史·艺 文 志》著 录 有

《胡先生中庸义》一卷，其弟子盛乔纂集而成，这是目

前所见到宋儒最早诠释《中庸》的著作，朱彝尊作《经
义考》，有宋诸儒的《中庸》论著即首列安定的《中庸

义》。然而到目前为止，学界似乎尚未有人对其展开

研究，①究 其 原 因，或 许 是“文 献 不 足 故 也”。胡 氏

《中庸义》一 书 早 佚，博 雅 如 朱 彝 尊，亦 称 其“未 见”
（《经义考》卷１５１），是 以 夏 长 朴 先 生 说：“原 书 已 亡

佚，晁说之 的《中 庸 传》残 存 数 条，但 已 无 法 知 其 原

貌，殊为可惜。”［１］（Ｐ１５９）按 晁 说 之 的《中 庸 传》留 下 胡

瑗论述《中庸》的材料仅有６条，且多语焉不详，确实

无法通过它来考察胡氏的《中庸》学说，但这并不意

味着我们完全“无法知其原貌”。在胡氏目前尚存的

著作中，《周易口义》、《洪范口义》等，都或多或少涉

及到《中庸》及其相关义理的论述，而更为宝贵的是，

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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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学界胡瑗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中，所讨论的基本上集中在对胡氏《周易口义》与《洪范口义》的研究，如徐洪兴：《思想的转型：理学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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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卫湜所著的《礼记集说》中，留下了２７段胡瑗论

述《中庸》的 材 料。如 果 以 朱 子《中 庸 章 句》所 分 的

３３章为参照，则保存在《礼记集说》中的资料，分 别

散布在其中的２３章中，①可以说安定之《中庸》学说

的基本面目已可通过该书而获得了解。是以本文即

以卫湜之《礼记集说》、晁说之之《中庸传》，以及胡氏

本人之《周易口义》等著作为资料基础，试图对胡氏

之《中庸》学说作一个概要性的考察。

二　安定说《中庸》始于性情

据胡瑗之高足徐积说，“安定说《中庸》始于性、
情。”（《宋元学 案·安 定 学 案》）《中 庸》一 开 篇 就 谈

“天命之谓性”，又以喜怒哀乐诸情之发与未发来论

中和，其后程朱等道学家之释《中庸》，无不以性情说

为下手处，故安定之“说《中庸》始于性、情”，已然引

领了两宋《中庸》诠释的基本方向。不过，就现有材

料而言，安定之说性情，更多见于其传世的《周易口

义》，其曰：
性者，天之所禀之性也。天地 之 性，寂 然 不 动，

不知所以然而然者，天地之性也。然而元善之气，受
之于人，皆有善性，至明而不昏，至正而不邪，至公而

不私。圣人得天地之全性，纯而不杂，刚而不暴，喜

则与天下共喜，怒则与天下共怒，以仁爱天下之人，
以义宜天下之物。继天之善性，以成就己之性，既成

就己之性，又成就万物之性，既成就万物之性，则于

天地之 性 可 参 矣。是 能 继 天 地 之 善 者，人 之 性 也。
（《周易口义》卷１１）

按：“性”之 一 字，严 格 上 说 不 能 称 为“天 之 所

禀”，故“性者，天之所禀之性”之说略有不辞，其义或

为“性者，禀 之 于 天 之 性”。这 虽 然 是 胡 氏 在 释《系

辞》中“成之者性”一语，但显然是顺承《中庸》“天命

之谓性”的说法而来。从郑玄开始，即以人所禀受之

于天来释“天命之谓性”：
天命，谓 天 所 命 生 人 者 也，是 谓 性 命。木 神 则

仁，金神则义，火神则礼，水神则信，土神则知。《孝

经说》曰：“性者，生之质命，人所禀受度也。”（《礼记

正义》卷５２）
大概受郑玄的影响，北宋中期一批儒者在解释

“天命之谓性”时亦多从禀受的角度来理解。② 顺着

“天命之谓性”的语脉，以性为禀之于天者，无疑是可

以成立的，即便后来朱子注《中庸》，亦不离禀受的立

场，但问题的关键是，性之作为“天命之性”，其所禀

者为何？郑玄以五行之气来作为所禀者，而安定则

提出了一个在后来张、程等道学家那里常常用到的

概念，即“天 地 之 性”。其 所 谓“天 地 之 性”，安 定 称

“寂然不动”，又“不知所以然而然”，其所指向，颇接

近于张载所讲的作为“万物之一源”的“天地之性”，
亦近于伊川所说的“穷本极源之性”，似乎有本体的

意味。故诚如金中枢先生所说的：“安定的‘天地之

性’说，实是创新，发前人之所未发，不仅仅在横渠之

先，且为伊川 所 继 承。”［２］（Ｐ３４０）就“天 地 之 性”这 一 概

念本身而言，未必是“发前人所未发”的“创新”，先秦

两汉的著作中都曾出现过，不过，就安定之为宋初三

先生之首而言，就安定之为伊川之师而言，其“天地

之性”之说不可能不对张、程等人产生影响。然而，
安定所谓之“天地之性”，毕竟与横渠、伊川不同。在

张、程那里，天地之性是作为本体而被确立，并与气

质之性相对举。而在安定那里，虽然以“天地之性”
作为具体人物所要禀的“天命之性”，但安定进而称

之为“元善之气”，则“天地之性”，仍未脱离郑注孔疏

的禀气为性的窠臼，如孔颖达发挥郑说云：
案《左传》云天有六气，降而生五行。至于含生

之类，皆感五行生矣。唯人独禀秀气，故《礼运》云：
人者五行 之 秀 气，被 色 而 生。既 有 五 常 仁、义、礼、
智、信，……但感五行，在人为五常，得其清气备者则

为圣人，得其浊气简者则为愚人。降圣以下，愚人以

上，所禀或多或少，不可言一，故分为九等。孔子云：
“唯上智与 下 愚 不 移。”二 者 之 外，逐 物 移 矣，故《论

语》云：“性相近，习相远也。”（《礼记正义》卷５２）
不过，相较来说，安定以“元善之气”为天地可禀

之性，而郑注孔疏则只是泛论天之五行之气。对于

孔氏而言，五行之气有清浊之分，故禀清气为圣人，
禀浊气为愚人，也就是说，圣凡人物之区别，在于所

禀气的“成色”，而这一“成色”是在禀受之际，便已先

在地被决定了，故圣凡之间，“上智与下愚不移”。而

安定则不然，如他说：
（１）夫圣人得天性之全，故五常之道，无所不备。

贤人得之偏，故五常之道，多所不备，或厚于仁而薄

于义，或厚于礼而薄于信，是五常之性，故不能如圣

人之兼也。（《周易口义》卷１１）
（２）夫圣人禀天地之全性，五常之道，皆出于中。

（《周易口义》卷１１）
（３）性之善，非独圣贤有之也，天下至愚之人皆

有之。然愚 者 不 知 善 性 之 在 己 也，不 能 循 而 行 之。
（《礼记集说》卷１２３）

８２

①

②

卫湜《礼记集说》中保存的胡氏《中庸》诠释的资料，按朱子所分之章节，分别见之于第１、２、４、６、７、８、９、１１、１３、１４、１６、１７、１８、１９、２０、２２、２４、
２５、２６、２７、２８、２９、３１等２３章中。
如司马光说：“性者，物之所禀于天以生者也。”王安石曰：“人受天而生，使我有是之谓命，命之在我之谓性。不唯人之受而有是也，至草木、
禽兽、昆虫、鱼鳖之类，亦禀天而有性也。”（《礼记集说》卷１２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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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４）性者，五常之性，圣人得天之全性，众人则禀

赋有厚薄。（《礼记集说》卷１３３）
在安定看来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，是因为他禀得

“天地之性”之“全性”，而包括贤人在内的常人所禀

则有所偏，或偏仁或偏义，但他们所禀的那个“天地

之性”，则与圣人无不同，故常人与圣人所禀之“天地

之性”，不 在 于“成 色”不 同，而 在 于“分 量”的 不 同。
故从所禀者而言，常人与圣人并无区别，所禀的都是

天地之“元 善 之 气”，故 人 性 之 善，不 仅 只 是 圣 贤 所

有，常人亦无不同，圣人与常人的区别，不过是常人

“不知善性之在己也，不能循而行之”而已，从而安定

以其具有“元善之气”的“天地之性”，使得儒学重新

回归到孟子 的 性 善 论 传 统，①并 以“天 地 之 性”作 为

人性善的保证与根据，就此而言，安定之说已与郑注

孔疏大异其趣，并隐然指揭橥了后来张、程、朱子等

道学主流的论说方向，其唯一的差别不过就在于，对
程朱而言，“性即理”的论说将“性”从“气”中剥离了

开来，将善的依据诉诸形上之“理”，而将恶归之于形

下之“气”，而在安定那里，作为善之依据的“天地之

性”，仍被视为一种“气”，尽管这种具有“元善之气”
的“天地之性”，往往又被安定视为“五常之性”，而这

一“五常之性”，亦即就是程朱心目中所谓“性即理”
的基本内涵。

进而安定又以这样一种保证了人性之善的“天

地之性”，来奠立起他的整个工夫学说。对于安定来

说，既然人性禀之于具有“元善之气”的“天地之性”，
那么具体的人性就应该是善的，然而，现实中的恶又

从何而来呢？从这一问题出发，安定遂提出了他的

性情之辨：
性者，天生之资，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，无 不 具

备，故禀之为正性。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之来，皆由

物诱于 外，则 情 见 于 内，故 流 之 为 邪 情。（《周 易 口

义》卷１）
若全然禀得天地之“五常之性”者，则为“正性”，

而恶的产生，则承《礼记·乐记》的说法，认为是由于

“物诱于外”，从 而“情 见 于 内”而 流 为“邪 情”。“邪

情”之说，或 本 于 李 翱，《复 性 书》称：“情 本 邪 也，妄

也。”然 而，与 李 氏 不 同 的 是，李 氏 以 为 凡 情 皆 为 邪

妄，而安定虽有“邪情”之说，却认为情本身还是有正

有邪，“邪情”之所以能产生，只不过是因为禀得的性

有不全不正：
惟圣人得天性之全，故凡思虑之间未有一不善，

故发而皆中于道。贤人而下，则其性偏于五常之道，
有厚有薄，情欲之发，有邪有正，故于心术之间，思虑

之际，不能无所汨。唯圣人则能使万物得其利而不

失其正者，是能性其情，不使外物迁之也。然则圣人

之情固有也，所以不为之邪者，但能以正性制之耳。
（《周易口义》卷５）

也就是说，情欲之发，所以有邪有正者，正 由 于

“贤人以下”所禀得的性有所偏而不全，从而其心就

易于为外物所感而流为“邪情”。不同于李翱的“息

灭妄情”之说，安定认为情本身并不能没有，即便是

圣人亦是有情，但圣人与常人不同的是，圣人能得天

地之“全性”与“正性”，从而其所发之情能合于中道

而无不正。而圣人所禀之“正性”之所以能保证所发

之情为正情者，在于圣人能够以其“正性”来制其可

能流出的“邪情”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性其情”，此说后来

为伊川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中进一步阐扬，遂成为道

学中的一 个 重 要 命 题。② 而 反 过 来，“小 人 则 反 是，
故以情而乱 其 性，以 至 流 恶 之 深”，（《周 易 口 义》卷

５）如其注《中庸》“去谗远色”曰：“色惑人则性昏，性

昏则善恶不能别”，（《礼记集说》卷１３１）如此则性反

为情之所乱而流于恶。因此，对于“贤人以下”者而

言，工夫的关键就是要努力防止以情乱性，从而努力

趋近于圣道。③

那么，如何才能防止以情乱性呢？对此 安 定 提

出“复性”之说：
贤人君子，凡思虑之间一有不善，则能 早 辨 之，

使过恶不 形 于 外，而 复 其 性 于 善 道。（《周 易 口 义》
卷５）

先复其性，则邪恶不萌于心，而善道充 积 于 内，
以发于外。（《周易口义》卷５）

此“复性”之说，亦当本于李习之。不过，对李氏

而言，复性的法门在于灭情，其曰：“妄情灭息，本性

清明，周流六虚，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。”（《复性书》）
然而，安 定 已 清 楚 指 出，情 不 可 灭，④而 性 本 身 又 为

９２

①
②

③

④

金中枢先生即认为此“与孟子言性善相符。”见氏著：《宋代学术思想研究》，第３３８页。
不过，需要指出的是，对安定来说，“性其情”乃是就圣人来说，其工夫的意味少；而对伊川来讲，“觉者约其情，使合于中，正其心，养其性，故
曰性其情”，故“性其情”乃更多侧重于学者之工夫。又论者颇有以伊川之“性其情”之说直接承自王弼，而多不注意乃师安定那里亦多有此
论。因此，作为安定之弟子，伊川在讲“性其情”时，可能更直接地是受到安定之影响。
对安定而言，既然不论圣愚，都同禀得具有“元善之气”的“天地之性”，所差别者只是所禀厚薄多少之不同，那么，这一“天地之性”的存 在，
就使得“贤人以下”有可能通过德行上的工夫而达到圣人的 境 地，故 安 定 说：“贤 人 以 下，必 学 然 后 可 以 几 近 于 圣 人 之 道。”（《礼 记 集 说》卷

１２３）又曰：“学其所未能，行其所未至，思其所未得，是所以自成于己也，修其道，以自引导其自小贤至于大贤，自大贤至于圣人，是自道达其
身也。”（《礼记集说》卷１２３）
情是否可灭，关涉到的是儒释之辨的分野。朱子说：“李翱复性则是，云灭情以复性则非。情如何可灭？此乃释氏之说，陷于其中不自知。”
（《朱子语类》卷５９）在安定那里，未必有这种自觉，但在立场上，已与后来正统之道学若合符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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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禀者，因此，性 本 身 亦 无 可 治，①而“邪 情”之 所 以

发，乃是由“心术之间，思虑之际，不能无所汨”，故复

性工夫的下手处就只能是情之所由发的心，故安定

屡有“治心明性”之说：
惟大贤君子为能治心明性，知其有不善而速改

之，不能形于外，故可以无大悔吝而获元大之吉也。
（《周易口义》卷５）

夫有敦厚之德，则思虑不及于邪，而动 无 躁 妄，
有大中之道，则所行无过与不及，如是故能治心明性

以复于善道，而悔吝亡矣。（《周易口义》卷５）
而“治心明性”的办法，不外乎“知其不善而速改

之”，从而“思虑 不 及 于 邪”，其 注《周 易》“闲 邪 存 其

诚”一语曰：
闲邪存其诚者，宽而防之谓之闲，诚则 至 诚 也。

言此九二能以中正之徳，防闲其邪恶，虑其从微而至

著，故常切切而防闲之，若《中庸》所谓“博学之，审问

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，以小善至于大善，由大

善乃 至 于 圣，是 由 能 防 其 邪 恶，而 内 存 至 诚 然 也。
（《周易口义》卷１）

可见，“治心”之工夫全在“闲邪”，能在心地防闲

邪恶，即内存至诚。而“身有至诚，而其性明”，（《礼

记集说》卷１３３）故“治心”即可“明性”。②

除上述工夫学说之外，安定之学又素以明体达

用而著称，③如 果 说“治 心 明 性”之 工 夫 在 于 复 性 之

“体”的话，那么，此“体”发之于外，即如何通过修己

以治民，④则 属“用”的 范 畴。⑤ 而 所 以 修 己 以 治 民

者，在安定看来，其首要之务当为教化。对于安定来

说，既然圣人与人的区别不过是如前所述，“愚者不

知善性之在己也，不能循而行之”，那么圣人就有责

任以自己所禀得的“全性”来教化那些尚未能自觉到

“善性之在己”的常人：
（１）圣人尽己之性以观人之性，然后施五常之教

以教人。使仁者尽其所以为仁，义者尽其所以为义，
至于礼智信皆然。则天下之人莫不尽其性。（《礼记

集说》卷１３３）
（２）在上者当修治充广无常之道，使下之民睹而

效之，故谓之教。“老吾老以及人老，幼吾幼以及人

幼”，此教民以仁也；制为庐井，使“出入相友，守望相

助，疾病相扶持”，此教民以义也；郊社宗庙，致敬鬼

神，此教民以智也；设为冠、昏、丧、祭、乡饮酒之仪，
此教民以礼也；发号施令，信赏必罚，不欺于民，此教

民以信也。（《礼记集说》卷１２３）
（３）由是推己之性，以观天下之性，推己之仁，以

安天下之物，使天下之人，万品之物，皆安土而定居

矣。（《周易口义》１１）
由此可见，政教之基础在于圣人所禀的“天地之

性”，圣人以其所禀的仁义礼智信之道以教人，而所

谓“教”者，不过是各因常人所禀得的仁义礼智之性，
使之各尽其性，所谓“仁者尽其所以为仁，义者尽其

所以为义”。
进而在安 定 看 来，圣 人 教 化 之 道，不 仅 表 现 在

“尽己之性以观人之性”，又因圣人亦有“情”与“欲”，
故圣人之教化，亦表现推己之情与欲，以及他人之情

与欲：
（１）圣人莫不有其喜之情，若夫举贤赏善，兴利

天下，是与天下同其喜也；圣人莫不有怒之情，若夫

大奸大恶，反道败德者，从而诛之，是与天下同其怒

也。（《周易口义》１）
（２）内尽其心谓之忠，如己之心谓之恕。人能推

己之欲以及 人 之 欲，推 己 之 恶 以 及 人 之 恶，己 爱 其

亲，必 思 人 亦 爱 其 亲；己 爱 其 子，必 思 人 亦 爱 其 子。
至于好安佚 恶 危 殆，趋 欢 乐 恶 死 亡，是 人 情 不 相 远

也。（《礼记集说》卷１２７）
从理论上说，上述说法并无特别之新意，不过是

从人情之不相远的角度论忠恕之道而已。不过，这

里需要注意的是安定对“情”的论述。前文已提到，
常人之情往往会因外诱而流为“邪情”，而这里则称

“好安佚恶危殆，趋欢乐恶死亡，是人情不相远”，似

乎又是对“情”的全面肯定，从而与“邪情”之说或有

相抵牾之处。然考诸实际，安定之说并不矛盾。安

定在此所述之情，仍置一前提，即圣人之情，圣人能

性其情，故其情无不正，从而可以与天下同其正情：
是皆圣人有其情则制之以正性，故发于外，则为

中和之教，而天下得其利也。（《周易口义》１）
其又曰：
忠恕积于心，发于外，所为必中，不劳思虑，自然

合于人情。（《礼记集说》卷１２７）
也就是说，惟 有 在 忠 恕 积 于 中 的 前 提 下，或 者

０３

①

②

③

④
⑤

安定一般只谈治心，而不谈治性，只有极个别的情况，会涉及“治性”之说，如其释《中庸》“齐明盛服”时说：“齐明盛服者，既齐洁严明，以 治
性于内，又盛饰其服，以整饬于外。”这里称“治性于内”，或当视为其理论上不够自洽之处。
对于《中庸》中极受后来之道学家重视的“诚”的观念，安定在义理上发明不多，其既未论及作为天道之“诚体”，亦未多方“诚”之工夫，其所
说“诚”，更多是在效验上立言，如其曰：“《中庸》又曰：‘至诚无息，不息则久，久则征’，言至诚之道，终而不已，则有证验也。又曰：‘其 次 致
曲，曲能有诚，唯天下至诚为能化’，盖言委曲之事，发于至诚，则形于外，而见著，见著则章明，章明则感动人心，人心感动则善者迁之，恶者
改之，然后化其本性，故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化。此圣人存诚之验也。”（《周易口义》卷１）
如安定高弟刘彝在回答宋神宗问胡瑗与王安石优劣时，称其师“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”（《宋元学案·安定学案》）。南宋黄东发亦曰：“先
生明体用之学。”（《黄氏日钞》卷５０）
安定曰：“知自修身则可以治于人。”（《礼记集说》卷１３０）蔡襄志安定之墓曰：“解经至有要意，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诸人者。”
刘彝在答宋神宗问胡瑗与王安石优劣时曰：“圣人之道，有 体、有 用、有 文。君 臣 父 子、仁 义 礼 乐，历 世 不 变 者，其 体 也；《诗》、《书》、史、传、
子、集，垂法后世者，其文也；举而措之天下，能润泽斯民，归于皇极者，其用也。”（《宋元学案·安定学案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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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，在制之以 正 性 的 前 提 下，所 发 之 情 能 够 合 于 中

和，故其能合于人情。

三　安定《中庸》诠释的经学特征

除了性情学说作为安定《中庸》诠释思想之核心

外，从经学史的角度看，又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值得注

意者：
（一）拨弃注疏

有学者称：“胡瑗经学还有一个特点，以往人们

似乎不太注意，那就是他对传统经学的反动。在庆

历之际疑传惑经的思潮中，胡瑗也算得上一个开风

气之先的人。”①这一点在其《中庸》诠释中亦多少表

现出来。在现 有 资 料 中，我 们 可 以 从 晁 说 之《中 庸

传》中发现一条安定对《中庸》文本本身的怀疑：
“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；国

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见乎蓍龟，动乎四体，祸福将至，
善必先知之，不善必先知之，故至诚如神”者何？无

闻焉尔也。胡先生、温公、姚子张皆疑之也。（《景迂

生集》卷１２）
根据晁说之的这一转述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安定与

司马光及姚辟等人，对《中庸》至诚前知之说，持怀疑

态度。晁说之并没有解释安定何以对此提出质疑，
然就一般而论，《中庸》此说近于神秘，非常理所能度

之，这大概是安定不能接受此说的原因吧。②

除了对经文的质疑外，我们从现有资料看，安定

之说《中庸》，虽没有直接批评郑注孔疏，但亦多有不

同于注疏的说法，我们在此亦略举两例予以说明：
例一：《中庸》“知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，所以

行之者一也”，郑氏于“一也”无注，孔氏曰：“言百王

以来，行此五道三德，其义一也，古今不变也。”安定

则曰：
一者，至诚也。（《礼记集说》卷１３０）
例二：《中庸》“凡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所以行之者

一也。”郑曰：“一谓当豫也。”孔亦曰：“一，谓 豫 也。”
而安定则曰：

一也，至诚也。（《礼记集说》卷１３１）
按上述两例中的“一”字，安定均以“至诚”说之，

显然均没有同意郑注孔疏之说，由之亦可见其对注

疏之无视。值 得 注 意 的 是，后 来 朱 子 之 作《中 庸 章

句》，于此两“一”字的解释，则均取自安定之说，由此

也可看出安定之说《中庸》，对后来道学家所产生的

影响。
（二）《易》、《庸》之互释

安定之说《易》，多引《中庸》之说，故我们亦颇可

从其《周易口义》中见其《中庸》学说，我们于此可举

数例说明之：
例一：乾 九 二“见 龙 在 田，利 见 大 人”，安 定 释

之曰：
以人事言之，则是圣贤君子有中庸之德发见于

世之时也。夫君子之道积于内，则为中庸之德施于

外，则为皇极之化。（《周易口义》１）
例二：坤文言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”，安定引《中

庸》又证之曰：
故《中庸》曰：“舜其大孝也与，德为圣人，尊为天

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，故大德必得

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”其言大舜自

匹夫，有一小善未尝舍去，以至积为大善，而终享圣

人之位，流庆于后，此积善之庆也。（《周易口义》１）
例三：《系辞》“变通者，趣时者也”，安定释曰：
然则君子之人，凡所动作必从其时，不 失 其 中，

故《中庸》曰：“君子而时中”，是言君子之人，动作之

间皆从其时也。（《周易口义》１１）
诸如此类的例子，可以说屡见于《周易口义》之

中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其以《庸》说《易》，亦是以《易》
说《庸》。而现存于《礼记集说》的材料中，也有两例

引《易》以说《中庸》：
例一：“君子依乎中庸，遁世不见知而不悔，唯圣

者能之”，安定释之曰：
故不见知而不悔者，惟圣人能。然《易》称“遁世

无闷，不见是而无闷”，故知惟圣人能之。此既陈隐

之道，又恐人之轻于隐，故再言君子隐遁之道。（《礼
记集说》卷１２６）

例二：“明乎郊社之礼，禘尝之义，治国其如示诸

掌乎”，安定释之曰：
在《易·观卦》曰：“观，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。”言

在上之人，于宗庙之终致其孝谨，在下之人，观而化

之孚信颙然。故圣人之制祭祀为教化之本原，其于

治国之道如指掌中之物。（《礼记集说》卷１２９）
（三）以《孟子》释《中庸》
除了《易》《庸》互释之外，安定又颇有以《孟子》

释《中庸》者。有学者称，“北宋时期，以《孟子》解经

１３

①
②

徐洪兴：《思想的转型：理学发生过程研究》，第３１５页。相关的论述，亦见金中枢：《宋代学术思想研究》，第２５５－３４３页。
叶国良先生认为，司马光、胡瑗等有此说，盖“事涉玄虚，故亦可疑”。见氏著：《先秦古礼书研究之反思》，收入《经学侧论》，新竹：清 华 大 学
出版社，２００５年，第１５９－１６０页。不过，需要一提的是，在《礼记集说》所保留的资料中，则有一条是安定对“至诚前知”的解释：“此一节言
至诚前知之事，由身有至诚，而其性明，性既明，则可以豫知前事，虽未萌未兆，可以逆知。国家将兴将亡之理，若进贤退不 肖，其 政 教 皆 仁
义，虽未大兴，至诚之人必知其将兴也。又天必有祯祥之应。若小人在位，贤人在野，政教废弛，纲纪紊乱，虽未绝灭，至诚之人必知其将亡
也。又天必有妖孽之应。此皆至诚前知，黙契天意者也。蓍先知之物。圣人有先知之见，如蓍之灵也。人有四体，四体之动，必先知之，圣
人于祯祥之兆，亦先知之，神者阴阳不测之谓也。”（《礼记集说》卷１３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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渐成风 气。”［３］（Ｐ１９１）安 定 可 以 说 便 是 其 中 的 开 风 气

者，在《周 易 口 义》中，即 屡 见 其 引《孟 子》以 说 经

义，①其《中庸》诠释亦然。前面已经讨论过，在安定

论述“天地之性”时，已然回归到了孟子“性善论”的

理路，而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诠释上，也有引孟子之说

者，现存于《礼 记 集 说》的 材 料 中，就 有 若 干 相 关 的

内容：
例一：《中 庸》“思 知 人 不 可 以 不 知 天”，安 定 即

注曰：
思欲知人者必知天之心，知天心则圣贤之心也。

天以生成万物为心，而圣人以生成天下为心。其体

虽异，其徳一也。故孟子曰：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，知

其性，则知天矣。”能知天则是知性者也。知性则知

人矣。故曰思知人不 可 以 不 知 天。（《礼 记 集 说》卷

１３０）
例二：《中庸》曰“知耻近乎勇”，安定亦引孟子之

语曰：
孟子曰：“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”“舜为 法 于 天

下”，“我未免为乡人”，此知耻者也。（《礼记集说》卷
１３０）

例三：《中庸》“人道敏政”之说，安定曰：
“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”，文武兴而民好善，

是人道敏疾于政也。（《礼记集说》卷１３０）
按：“文武兴而民好善”一语，即本之《孟子·告

子上》：“是故文武兴，则民好善。”
（四）引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释《中庸》
除了以《周易》、《孟子》释《中庸》外，安定又有以

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等书释《中庸》者。我们在此亦可举

数例以明之：
例一：安定释“索隐行怪”之“隐”时说：
隐者非 谓 山 林 常 住 巢 栖 谷 处 之 谓 也。韬 藏 其

知，不见于外之谓隐。故《论语》称宁武子之知，“邦

无道则愚”，此所谓愚者韬光晦智若愚人然。如此者

非愚也，盖隐也。（《礼记集说》卷１２６）
例二：安定释“知仁勇”之“仁”时说：
仁之道至大，孔子曰：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。”至

于子路、冉 有、公 西 赤，但 言 治 千 乘 之 赋，为 百 里 之

宰，“仁则吾不知也”。是 圣 人 之 重 仁 也。（《礼 记 集

说》卷１３０）
按：“若圣与仁”一语见于《论语·述而》，子路等

事见于《公冶长》，“仁则吾不知也”一语引自《宪问》。
以上两例是引《论语》以证《中庸》者，而现存材

料中，尚有一例以《大学》释《中庸》者：

“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”，文武兴而民好善，
是人道敏疾于政也。（《礼记集说》卷１３０）

按：“尧 舜 率 天 下 以 仁 而 民 从 之”一 语，即 本 之

《大学》。
总之，从经学的立场上看，安定之说《中庸》，无

不体现出庆历之际那种新经学的风尚，不论是其拨

弃注疏，还是以《周易》、《孟子》乃至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
说《中庸》，均可谓开风气之先，对经宋学的进一步发

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。

四　小　结

朱子称：“安定之传，考其所学，盖不出乎章句诵

说之间，以自世学者高明自得之论校之，其卑甚矣。”
（《答薛士龙》，《朱子文集》卷３８）从对安定之《中庸》
诠释的考察看，此说似乎太过。如果说在庆历之前，
学者“多守章句 注 疏 之 学”（吴 曾：《能 改 斋 漫 录》卷

１），尚得其实际，但作为庆历时期颇具代表性的思想

家，称安定“不 出 乎 章 句 诵 说 之 间”，则 未 免 过 于 苛

责。安定于《周易口义》等书中，多有抨击注疏之语，
尽管其说《中庸》，未直接批评郑注孔疏，但其对经义

的理解，则多不取注疏之说，则其摆落注疏，是显而

易见的事实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从其对《中庸》的论

说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以义理说经的倾向，因此，
简单地说他“不出乎章句诵说之间”，恐怕不是太合

适。至于“以 自 世 学 者 高 明 自 得 之 论 校 之，其 卑 甚

矣”之说，则亦当有所辨析。作为开宋学之先河的安

定，②当 然 未 能 及 作 为 道 学 成 熟 形 态 之 周、张、二 程

等人那种鞭辟入里的程度，然而，称之“卑甚矣”，也

似乎有失平允。［４］如安定之提出“天地之性”与“性其

情”等命题，其后在张载、二程那里均成为北宋道学

运动展开的标志性命题之一，尽管其内涵不及后来

张、程等人那么丰富与深刻，但无疑已经引领了一代

人的思考方向，其意义或已在内容本身之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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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如其注坤卦“不习无不利”，即引孟子四十不动心为例（《周易口义》卷一），又如其注《系辞》“乐天知命故不忧”，即引《孟子·万章上》“莫之
为而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致者，命也”一语，来论说“人之性命之理，死生之道，皆本于天。”（《周易口义》卷十一）
全祖望称，“宋世学术之盛，安定、泰山为之先河。”（《宋元学案·安定学案》）


